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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

荣兆梓

内容提要: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市场经济、资本关系的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既
不能绕过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超越资本”;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两种历史形态。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是迫使劳动者个人为

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是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显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

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本文也是对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论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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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始终遵循公有资本逻辑: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不变，国有资

本归全体人民所有;另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劳动力市场初步实现双向选择机

制，劳动者与国有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形成。改革正在按照这一逻辑继续推进，国有经
济的管理体制将从管企业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对于这一改革取向，始终存在着自来两个方向
的责难:一种观点批评改革不彻底，认为股份公司制的改革应当以私有化为目标，坚持公有制主体

地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冗赘;另一种则认为，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性质相

悖，公有资本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萨米尔·阿明，2003) ，或者迟早将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梅
扎罗斯，2003) 。两种错误观点源自同一理论信条: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本文是对此类责难的
一个回应。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资本关系是社会主义不能超越的历史特征;资本可以私有，也可
以公有;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

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保障。

一、市场与资本共同的生产力基础

有关国有企业何以采取资本主权的改革方向，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比较制度理论与制

度经济学的分析路径相近，大多从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与劳动主权型企业的效率比较出

发，得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的结论。这个结论与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产权的事实相吻
合，有一定解释力。但这种解释还是停留在从现象到现象的层次，没有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
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质，更没有讨论和比较二者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与关系，因此不能进一步解释

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深层次历史原因。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
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 尤其是 1857—1858 年手稿) ，深入讨论了“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

础的生产”向未来社会转变的生产力条件。马克思的分析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展开: ( 1) 财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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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转换。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已耗费的劳动时间
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①直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 随着工作
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加，人的全面能力更多地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生

产力( 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更加迅速地发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逐步消失，②自由时

间不仅对个人来说成为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而且对于社会而言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因; ③劳动

时间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财富的尺度，④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自然终结。
( 2) 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体现在机器系

统上，表现为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使所有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从事

的工作从人的劳动活动中退出;劳动从深入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机器系统的“部件”，转变为站在
过程旁边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人。并且，马克思指出，这一适用于机器系统的结论，对于全部
人类交往过程也同样适用。⑤ 随着这一人与物质过程的关系的再颠倒，商品经济以物的联系反映
人的联系的异化特征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 3) 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推动分工形式的演变，以职业专

门化为特点的旧式分工趋于消亡，“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
人”，代替了“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⑥ 由于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比例的变化、
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分工形式的变化，违背人类本性、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令人
厌恶、遭人诅咒的劳动，转变为适合人类本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吸引人的自由活动。个人对
生产劳动的主观感受根本转变，劳动之于个人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之于社会不再是稀缺资源，以

劳动时间为稀缺性指标的市场经济必然地终结( 荣兆梓，2000) 。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视角都与资本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首先，价

值生产是资本关系存在的前提，尽管资本在运动中不断变换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总归是自行

增殖的价值体。因此，离开价值生产的基础，资本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价值关系还存
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还存在，资本关系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其次，人与生产过程的颠倒关系对于资本来说是更重要的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物对人的统

治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基础，作为劳动创造物的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

产物。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如果不能站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之外监督和调节它，那么，人对
物质变换过程的支配地位始终是不可能确立的。因此，同样具有异化劳动性质的价值与资本的确
可能具有相同的历史终点。
更具逻辑说服力的是第三个分析视角。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综合一系列历史因素的结晶体，它

一方面决定了对大多数劳动者心理感受的负面影响，即牺牲、负担或现代经济学所谓“负效用”，因
此劳动只是个人谋生手段，劳动者并不自愿超出满足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之外提供剩余劳动;另一

方面，劳动又是社会财富的生产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只有积累过去劳动才能有财富积累，

只有积累剩余劳动才会有社会生产的发展。综合以上两点，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明显
的矛盾对立之中，劳动对于社会的稀缺性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

伸是个人与社会争夺的焦点。资本是社会用以“协调”这一矛盾的工具，并且在劳动性质未变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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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马克思说: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
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①资本权行使命的手段无非是
强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另一方面是市场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强
制”。资本正是企业内外这两个强制的执行者，而它自己也在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中被自己
的内在冲动所强制。试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个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矛盾?
研读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历史使命”之生产力条件的论述，②不难发现，这些条件与市场经济

消亡的条件高度重合。至少在马克思那里，二者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马克思讲了三层意思: 第
一，“普遍勤劳”，及其劳动成为“普遍需要”;第二，“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
遍财富”;第三“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
劳动”。三层含义恰好与前面讨论的市场经济消亡的三个视角一一对应，可见马克思理论分析的
严密逻辑。

二、马克思之后的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与资本关系必然消亡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臆想，他严格地是从资本主义

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实际和已经显露的趋势中提炼出来的。在他阐释上述一系列观点的几乎每一个
场合，未来社会的特征，总是与大机器生产现实趋势的观察结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马
克思从来也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现实趋势的动态性与指向性是一回事，未来结果的可能性与必
然性是另一回事，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程度差距和时间跨度，这对马克思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从
历史唯物论出发，坚信自己预测的正确性，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马上就会实现。马克思
关于未来社会的时间预测并不确定，有的时候，他预测会快一些，而有的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又

是: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顾海良，2014) 。
那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事实又怎样呢? 至少，以下两点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他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具有充分依据。
以下三个指标足以证明我们的判断。( 1) 工作日长度。马克思那个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日

一般在 10 小时以上，《资本论》引用的许多实际材料中，工人的工作日长期往往超出 12 小时。因
此，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应该在 70—80 小时之间。这与今天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每天 8 小时，每周
5 个工作日，即每周 40 小时相比，工作日的缩短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包括英国和德
国在内的欧洲 12 国，1870 年的年人均工作时间是 1295 小时，到 1998 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657
小时，大体上下降了 50%。美国和日本在同一时间段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得稍慢些，但基本趋势同
样明显( 麦迪森，2003) 。根据这一趋势，能否想象，再过 150 年或者 200 年，到 2200 年前后，工人劳
动时间下降到每周 20 小时? 到 2400 年，这个数字会不会再下降到每周 10 小时?
( 2) 生产自动化程度。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英国先进制造业，大机器生产才曙光初显。此后一

百多年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甚至也超出马克思的

想象。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仅体力劳动，而且巨大数量的脑力劳动也都成
为机器可替代的对象。现代生产中各种机械手、机器人的应用日益广泛，而“深蓝”、“深思”这类学
习型机器人在与人对垒中的步步紧逼，充分显示了机器在未来岁月中逐步替代全部单调重复、可程
序化的人类劳动的巨大可能。一个没有人的直接劳动参与其间的科幻式全自动物质生产体系，正
在以令人昡目的速度走近现实。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预测并不仅限于机器系统，而且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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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即人不仅可以站在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旁边成为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而且

“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将“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① 不久以
前，人们还根据集中型大机器系统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计划经济预期，需要有一个集权的社

会计划中心才能实现。今天，一个包括了信息流、能量流，甚至物质流在内的分布式网络系统的技
术可能性已经充分显现，我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协调机制的想象空间完全有理由扩展。计划经济为
什么不能是建立在全球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由全体社会个人参与的，拥有高度智能化工具，利用全

面公开的大数据，分布式神经网络型的民主计划经济呢! 这样的计划经济，将来一定会比之前所理

解的集中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劳动时间。马克思没有看到计算机技术与网络
技术的发展，他自然不能展开如此想象。但他从对市场经济生产力本质的深刻理解，仍然天才地洞
察了历史趋势。
( 3) 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大机器生产中越来越频繁的劳动更换和职能

互替，认为这有利于工人能力的提高。② 马克思之后 100 多年全球经济发展中，至少有两件事，对
于消灭旧式分工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
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普通教育较宽的学科口径和基础课程有利于学生在就
业中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职业教育对有关工艺和适用技术实际操作的培训，也使劳动者在

职业生涯起步时就具备了在多种职业间自由选择的能力。根据麦迪森的数据: 1952—1998 年间，
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 1. 6 年上升到 8. 5 年，但这肯定不是极限，同一时间内法国的人均受教育年
限从 9. 58 年上升到 15. 96 年，美国则从 11. 27 年上升到 18. 04 年( 麦迪森，2008) 。毫无疑问，劳动
者受教育年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是长期趋势，它对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持续的

影响力。第二，现代生产力对劳动者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其需求
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比重逐年上升，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受
教育年限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机器系统科技含量迅速提高，对操作者全面能力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出现了如大卫·戈登所谓的工人“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并存的现象 ( Gordon et al．，
1982) ，典型地表现在，柔性自动化生产对一专多能技术工人的更多需求。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是劳动者技能全面提升的根本原因，任何制度障碍都无法改变它的长期趋势。
其次，马克思所期待的未来社会，还需要全球生产力更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仅从上述三个指标看，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尽管工作日有明显缩短，但每周 40 小时，甚至 36

小时的工作日，并不足以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展现
了生产自动化的巨大可能性，但要在全部物质生产流程中，实现人不再从事可以让机器来代替的劳

动，则为时尚早;消灭旧式分工的目标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虽然劳动者能力在缓慢提升，但至少目前

还看不清楚，不依赖分工深化而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
考虑以下两点，人们会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生产力距离那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转折点还有

多远。
第一，全球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以上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

主要对象的，但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
个发达国家不可能独自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当代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富裕，离不开全球市场竞争
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生产力距离理想的转折点路途更远。以各国人均 GDP作为劳动生产
率的近似指标，麦迪森的计算清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程中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 ( 麦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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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到 1998 年，全球水平的人均 GDP 为 5709 国际元，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在
20000 国际元左右;拉丁美洲和东欧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只有 2000
国际元左右。最大地区间差距是 19 ∶ 1，亚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大约在 10 倍左右，
而且仍然有扩大趋势。要使全球经济在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比发达国
家目前更高的水平，即使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看，也一定是艰难而长期的过程。
第二，生产力发展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变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快速发展，是与

大规模利用不可再生矿物能源同步的。生产力发展越快，煤炭和石油的开采和消耗速度也就越快
( 因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也越严重) 。人类在一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内，集中利用地球在几十
亿年长时间中所积蓄起来的太阳能，超常规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这种被积蓄起来的矿物能
源是会用完的。人类必须在旧能源耗尽前充分准备好有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即使如此，以加快消
耗“地球积蓄”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模式终归不能再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从太阳能的捕获，
而不是从已捕获能源的释放开始，因此，获取等量能源将耗费更多劳动，或者要求更高科技水平。
马克思始终认为，自然丰裕程度影响劳动生产力。能源结构的根本转换，实质上是地球资源丰度在
人类行为影响下的一次最严重“降级”，这一天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近，它必然影响全球生产力进程。
不通过这个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人类还不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只要全球生产力持续发展，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还

需要相当时日;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价值生产和资本关系与特定的

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始终相互依存，携手同行。至此，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现象，
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三、公有资本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资本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而公有资本则是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

结果。
首先，劳动者双重人格的并存，埋下了两种生产要素相分离的基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

主体是一个劳动者集体，无论人数多少，规模如何，劳动者通过平等的集体决策行使财产所有权。
作为公有财产所有者的每一个成员，同时又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自主决定自己劳动力的使用和

支配。因此，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二者间的利益
诉求并不总是一致，公共利益要求积累剩余劳动，个人利益却将劳动作为牺牲或负担。劳动者在双
重人格间挣扎，作为两个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自己与自己博弈。他们通过集体决策来控制个人行为，
通过激励制度迫使个人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
其次，公产代理制形成了劳动者决策权利的差异。公有制与任何经济制度一样需要制度运转

成本( 或称交易成本) 。随着产权规模的扩大，集体人数的增加，公有制经济内部决策成本也会增
大。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劳动集体不得不接受专门的监督管理者，委托代理制不可避免。代理人作
为专业的管理人，运用公共权利行使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职能，作为拥有特殊权利的个体而与其他

人对立。同时，管理劳动者也会“偷懒”(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94) ，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也不能缺
少。这就形成了双向的监督机制，即双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监督，对应着所有人
对一个人的监督。管理者在公有制经济中拥有特殊地位，决策的平等关系发生变化。
再次，公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双向代理链的失衡。随着公产规模的扩大，直接代理制转化为更经

济的间接代理制，全体成员参与的民主合议制，发展成为民主代议制和多层次的代表会议制。国有
经济是规模最大的公有制组织，在它身上，公有产权的在内在矛盾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劳动者通过
自己选举的代表实现对代理人的监督，通过代表选举的代表来实现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相应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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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产权的管理体制演变成为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双向代理的链条越拉越长。“事实上，
那条自下而上的代理链非常微弱，这是由公产规模扩大集体监控力度减弱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因
此，国有制表现为自上而下实行管理的强大财产权，却没有对应地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劳动主权”
( 荣兆梓，1996) 。
所有这些提供了公有资本的可能性，但它还不等于现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

物质生产条件与人身生产条件相分离，进而两种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结合在一起。
公有制条件下，分离是如何产生的呢?

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的最后一步，是公有经济中两个劳动者集体的分离，即作为财产共同所有

者的集体，与企业劳动者集体的分离。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情形最为典型:国有制不可能覆盖全
部国民经济，农业和其他小规模经济不可能合并到统一的“国家辛迪加”，国家所有制法理上归全
体国民所有，而事实上能够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劳动集体包含在
财产所有者集体之中，但两个集体不完全重合。因此，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制也有招工指
标，也要实行“八级工资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交易逐步形成，公有制内部两
个集体的分离日益显著。公司制改革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国有股权，企业资产转化为独立的公司法
人财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企业劳动者不再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他们与现实营运中的公司法
人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易，产生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与劳
动的分离更加顺理成章。
公有资本还是资本，是能自行增殖的价值，是结合科层的管理性强制与市场的竞争性强制迫使

劳动者提供剩余价值的社会机制。但它与私有资本不同，不再表现为阶级剥削关系，而是表现为劳
动者集体意志对个人的支配，表现为公有资本所有者迫使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无偿提供剩余劳动的

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者最终认识到公有资本的必然性，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摸索。
十月革命之初，苏联共产党人试图建立直接由全体工人管理的工人国家，但是，这一努力很快

在实践中遭遇挫折。1919—1921 年间党内关于“工会国家化”的争论，反映了这一理想与现实的激
烈碰撞。列宁首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向全党发出明确信号;在工会组织基础上建设国家政权
机关是不现实的，甚至利用工会组织管理工厂也不现实。列宁面对的，是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
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在“资本的严格纪律”中解放出来的工人群众自发行为，
与新生政权百废待举的刚性任务之间的冲突。列宁主张在经济管理中实行集中制、一长制和委派
制，以严肃劳动纪律，提高管理效率。为了说服全党，列宁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仍不得不采取
纪律手段，将少数坚持错误者开除出党。正是这一次党内争论，奠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七十年一
贯的科层等级制架构( 荣兆梓，2010) 。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使命”的逻辑，科层制度只是组
织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如果没有市场内部竞争性强制的互补，它在劳动纪律、创新激励
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不完整的。列宁此后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即“新经济政策”。可
惜这一改革取向因斯大林模式而逆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的若干社会主义政权才
重提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其中，前南斯拉夫“劳动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特别引人注目。
南斯拉夫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工人自治加社会所有制，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独特意义。在

社会所有制的名义下，国家逐步退出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工人集体决策的基层经济单位权力

逐步扩大，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劳动自治赋予工人决定企业生产与分配等重大事务的
权力，极大地激励了个人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1954—1964 年间，南
斯拉夫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6%，增长速度在当时全球经济中处于前列( 余文烈等，2008) 。但
是，这个实验性体制的深层问题，几乎在同时也逐步暴露:企业收入分配倾向于“吃光、分光”，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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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积累;宏观经济中出现了工资失控与通货膨胀。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南斯拉夫经济增速减
缓，通货膨胀严重。与此相伴的是失业人数增加，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扩大( 余文烈
等，2008) 。南斯拉夫模式的黄金期就此终结。
南斯拉夫模式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产生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效果。由于市场

竞争的外部压力，企业劳动主权没有导致劳动纪律的崩塌，反倒激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无
疑是该体制实验的积极成果。但是，体制并没有解决好劳动者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的矛盾，没有能够担负起迫使劳动者个人“超出必要劳动之外创造剩余劳动”的历史使命。决策者
希望“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但这种分配必需对社会负责”( 卡德尔语) 。① 但事实是，
工人自治组织决策目标日益短期化，个人收入侵蚀投资，企业“留成收益”的积累动因枯竭，不得不
靠贷款投资。一些企业甚至靠贷款谋取工人收入最大化。② 这就导致无法避免的宏观经济问题。
虽然几经改革，终究无法治愈投资不足、积累率过低的宏观经济病根。历史经验证明:由于生产力
决定的劳动社会性质，剩余劳动的积累还需要外在强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一直有人主张: “按‘劳动雇佣资本’的逻辑让工人参与国有企业治

理”( 李炳炎，2005) ，但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走上了资本主权型企业的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明确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公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下
企业制度的主导形式，它按投资量分配决策权，按股份份额决定收入分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资本

主权。随着公司改制的逐步到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从法律构架上完成了从行政主
权到资本主权的转轨。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企业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加快了国有企
业与劳动者之间契约关系的调整。随着数千万职工下岗再就业，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实现了从计
划经济的国家分配，到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转轨。资本主权的企业制度基本
形成。

四、公有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

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普遍采取资本主权的企业形式，不仅非公经济以资本雇用劳动，

而且对国民经济拥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也按照资本逻辑采取股份公司的实现形式。这引起
了许多怀疑和责难。我们说“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
题，而首先是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是我们理解其性质和意义的起点。事实表
明，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主导了持续 30 余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大幅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到 2010 年，GDP

总量超过 40 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1 年，我国 GDP 总量年增
9. 98%，人均 GDP年增 8. 8%。这一成绩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独一无二( 见表 1) ，因而引发了高速
增长成因的持续讨论。
按照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需要通过对全球经济体的比较、分类，筛选成功的发展型国家，

分析影响其成功的共性因素;再从中发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解释其成功机理，理解其成功原因。
不难发现，在国家工业化初期快速起步的经济体并不少，但是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继续发展的

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归纳这些经济体的特征，可以从三层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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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平均 GDP增速比较①

国别 发展阶段 相关时段
年均 GDP
增速( % )

人均 GDP
增速( % )

英国 前沿国 1820—1870 年 2. 05 1. 26

美国 跟进—前沿国 1870—1913 年 4. 04 1. 82

日本( 1) 赶超国 1950—1973 年 8. 92 7. 70

日本( 2) 赶超国 1950—1984 年 7. 20 6. 09

印度 赶超国 1990—2011 年 6. 47 4. 66

中国 赶超国 1978—2011 年 9. 98 8. 80

资料来源:英美数据来自［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日本数据来自日本统计局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Japan-Gross Domestic Product Classficd by Economic

Activitics －685SNA”，以1990年为基数;印度数据来自 IMF，“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October 2012;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

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

首先，快速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点

是国家干预型、甚至国家主导型的。工
业化初期的大规模投资，需要国家动员

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工业化的推

进，则需要有效的产业保护政策和成功

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
能力是成功的重要推手，从拉美到东亚

所有发展型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集权
型计划经济只是其特殊形式之一，当然

也可能是最激进的形式。
其次，东亚发展型经济的共性特征

是东亚式社会权力结构和儒家传统的文

化背景。权力结构更多向社会开放，较
少身份等级特征，有利于建立政府与社

会相互渗透、长期合作的经济体制。儒
家文化传统上强调同一而不是斗争;个人和家庭储蓄倾向较高，教育投资较多，因此能够集中更多

剩余劳动，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乔万里·阿里吉说得对:中国的经济优势
并不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 乔万
里·阿里吉，2009) 。
再次，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既利用国家手中规模巨大的公有经济，主导超高的资本积累和基础

设施投资，又利用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国际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投资积极性，实
现超常的经济增长。我们与自己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增长明显快于前三十年，这可以用
改革开放的市场激励效应给予说明;我们与世界比，包括与东亚成功发展的经济体相比，高速度的

成因集合中，最不能忽略的因素显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资本不同于私人资本，它是没有资
本家的资本，因此也没有私人资本积累与消费“两个灵魂”的冲突，②其社会性质决定其更高的积累
倾向。公有资本相比私人资本有更加长远的投资目光，更多代表劳动者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
因此愿意接受规模较大，回报时间较长的投资项目。仅此两点，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羡
人的动员能力，就有很好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允许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成功打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门;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招商引资，打开了合资

与外商独资企业发展的大门。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渐次强化了国有资本的形式，其积累倾向更强，
竞争能力也更强。最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加到经济建设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六十年前的愿望: “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
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实
践证明，没有市场机制，单靠国家一个积极性，资源是不可能被充分动员的。
总之，当代中国国家赶超战略的成功，靠的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条腿走路，公有资本主导了

改革与发展的历程。这一经验已经载入史册，成为全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财富。
但是，有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不惜代价地缩小差距”，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 消灭异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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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相冲突，其成就不足道。这种看似正统的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实践视角。其一是人民生活
的视角。1979—2011 年，我国总消费年均增长 9. 2%，只是略低于 GDP年均 9. 8%的增速。中国人
的生活在这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可以讲述一个真

实的故事。尽管分配不平等有所扩大，但底层民众生活改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 1 天 1. 9 美元的贫困标准，1981 年至 2012 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 11 亿，同期
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 7. 9 亿，占全球减少全部贫困人口的 71. 82%。① 对于一个曾经的全球最贫
困的发展中大国，这样的成就还不足道? 兰切斯特 ( Lancaster，1973 ) 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博弈出
发，建立资本积累的社会最优模型，证明以社会总消费为社会福利指数，在特定的时点 t* 之前，经
济增长的社会最优路径是保持最大积累的路径。假定经济成果以给定方式在劳动与资本间分
享，这一路径有利于劳动者长期利益。中国高积累高增长的赶超战略，可以视作兰切斯特模型的
验证。
其二是全球经济的视角。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有扩大趋势。弗兰克 ( 1999 ) 和多斯桑托斯

( 1999) 的依附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强制和中心国家的控制、盘剥，外围国家( 广大发展
中国家) 在摆脱依附途径上存在两难，似乎没有出路。此后的“依附发展论”则认为，少数外围国家
即使能够有些作为，其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不可能改变国际资本主导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抵抗。这不仅是因为，十三亿人口境遇的迅速提升极
大抵消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因为，这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发展中大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在短短

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它的超常发展的经验，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产
生吸引力，往后还会产生更大影响。中国不但成功大幅削减了本国贫困人口数量，还有能力和经验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目标。② 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旗帜，公有资本主
导的高速增长唤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它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全球社会主
义的启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的。

五、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桎梏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障碍，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公有资
本的创新动力和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持续突破资本主义桎梏发展生产力;它证明，并且还
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因其自身的基本矛盾，已经阻碍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因此必须有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它，以持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分析集中在以下两点: ( 1) 私人占有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以及财富与贫困的两
极分化，这不仅导致社会冲突，而且带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严重问题，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
( 2) 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它导致社会生产原动力的枯
竭，成为经济危机更深层的根源。为了克服前一个矛盾，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控制剩余价值率的提
高，而为防止后一个矛盾，提高剥削率( 剩余价值率) 又是资本家应对竞争压力最有效手段。无论
如何，这个社会都没有出路，只能在自我矛盾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20 世纪前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危机，以及危机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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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有力验证。这场由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巨大灾难，至今让全人类刻骨铭心。战后，资
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近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期，1950—1975 年发达国家 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从
未有过的 4%以上。一些人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修复能力，马克思所分析的根本
矛盾已经被克服。典型地，库兹涅茨根据这一时期的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
“倒 U字曲线”，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自我修正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
谓黄金增长期的出现，不是马克思结论的否定，而恰恰是其结论的证明。是危机与战争破坏了巨大
数量的“落后产能”，戳破了膨胀过度的财产泡沫，通过大规模消灭财富而实现了“缩小收入差距”，
清除了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淀的“内存垃圾”。这是战后黄金期的必要前提。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黄金期终结，积累的矛盾重新显现。皮凯蒂( 2014 ) 在《21 世纪资本论》
中应用大量数据，重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趋势。所谓“倒 U字曲线”不过是危机与战争制
造的暂时例外，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趋势从来没有改变。于是，人类社会不能不自问，这样的社会
制度还有必要继续吗? 如果短暂的繁荣需要以巨大的灾难，用数以亿计的生命为代价，我们愿意承

受吗? 我们的子孙应该承受吗?

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这一世纪诘问的明确回答，俄国共产党率先担当了这一历史责任。按照
经典理论，社会生产力是预先准备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生产力

将自然高涨。而革命偏偏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俄国共产党人起初不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建设社
会主义，他们苦苦支撑等待先进国家革命成功的支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形势逼迫的产物，
它一开始便面对两大难题:一是摆脱国际竞争( 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甚至军事的竞争) 中被

动挨打的局面，二是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两大难题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快发展生
产力。
事实上，苏联经济曾经一度成绩良好。1927—1975 年间，苏联 GDP 平均增幅高于美国，年均

4. 5%，48 年中 GDP增长 8 倍，同期美国的 GDP仅增长了 4 倍多。据估计，到 1975 年，苏联 GDP大
约为美国的 60%，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明显缩小( 大卫·科兹等，2010) 。特别在西方世界 1930 年
代大危机的环境中，苏联经济一枝独秀，充分表现了公有制经济抵抗危机的强大力量。但是，二战
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所谓黄金增长期，美苏两国的增速差距逐渐收敛。1970 年代中期以后，苏
联经济突然失速停滞，增速被美国反超。其原因虽经反复讨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卫·科
兹等，2010)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既与经济体制相关，又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变有关。发展中
经济体迟早要经历从投资为主动力向创新为主动力的转换。苏联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长期徘徊未
能跨越，根本原因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没有灵活的资源配置，又没有有效的创新激励，“傻、
大、黑、粗”加上“复制古董”，旧的增长动力逐渐衰竭，新的增长动力不能形成。1973 年石油危机的
外部冲击使积累的矛盾突显，经济失速成为苏联体制最终瓦解的导火索。实践证明，保证生产力持
续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性命悠关的大事情。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困境。一方面，国内经济在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两场
冒进的实验中受挫，增长业绩不理想;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崛起，对我们
形成外部压力。不同的是，1973 年，我国的人均 GDP 才 839 国际元，是同期苏联人均 GDP 的七分
之一( 麦迪森，2003) 。我们在较低增长水平上面临改革，动力转换问题尚未出现，改革相对从容。
改革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开放的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加快自身发展。这些都是
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借鉴来的。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依附性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
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国有经济从小规模生产和经营领域退出，为中小民营资本腾出空间;另一方
面，公有资本在更适于发挥优势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经营领域放手发展，与国内与国际大资本开

展竞争，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实力。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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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正确的。改革不仅极大释放了国内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引进外资，学习了国外的先进
技术和先进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开始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含扩大再生产转变。
然而，高积累、高投资仍然是增长的主动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投资率 ( 资本形成占

GDP的比重) 始终保持在 30%—40%间的高位，近十年甚至达到 40%以上。动力源转换是早晚
的事，因为外延式扩张已经不能支撑巨大的投资增量，靠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增长也要以技术

差距的较大空间为前提( 即所谓后发优势) 。当年苏联与美国的 GDP总量差距收敛到 60%左右，
其后发优势开始减弱。中国今天与美国相比的 GDP 总量差距大约也在这一水平，动力源转化问
题如约而至。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消化一部分国内产能。2008 年危机
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收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不提上日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一个内
涵极其丰富的范畴，其核心是增速换档和动力转换，也就是从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旧
常态”，过渡到较少依靠积累率更多利用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因为改变数十年高积累形成的
惯性牵动再生产全局，涉及一系列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一过渡一定复杂艰辛，并且需

要相当时日。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冲破发展生产力的制度障碍继续前进，是唯一出路。

我们有成功的基础:第一，与前苏联当年的情形不同，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继续深化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需要仓促行事，更不应该急不择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更加
强有力的创新激励。资本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是迄今发现的最强有力的创新激励机
制，它不仅以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奖励企业创新，而且通过市场竞争扩散创新，使奖励消失，迫使企

业持续创新。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①奠定了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基础，也为我们
今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国有经济循着资本逻辑继
续深化改革，是完善创新激励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一个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将逐
步完善。
第二，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由公有资本主导。面对来

势汹汹去意绵绵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们有更强的免疫力，因此有希望率先从逆境中奋起，给全球

经济带来新动力。一方面，公有资本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资本权利归全体人民，因此本质上有利
于劳动民主和分配公平。公有资本的积累规律不是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它在当前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的改革中，是可以充分调动的积极因素。譬如，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国
有企业利润上激制度，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保持较大份额国有资本，对于全社会的分
配公平具有正面效应，它减少亿万富豪的财产份额，有利于社会分配的整体公平。另一方面，在市
场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下，公有资本将保持旺盛的增长动力。公有资本更加关注劳动者整
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能够在积累与消费的协调中，把增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设定为长期目标，

因而在与私人资本的竞争中，对下降的利润率会有更强的承受力和适应性。越往后，这一性质就越
将转换成更强的竞争力。与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在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更加高
度的经济发展中，成熟的公有经济将实力更强、比例更高。
综上，从基本制度层面，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将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率先从全球

危机中突围。而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必定是好消息。
预测这一前景并不困难，重要的是理解它的意义。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请问，我们是用什么拯救?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超

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一个在短期内将最大多数贫困人口带上全面小康之路的经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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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有超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正在快速提高的工资水
平和逐步缩小的城乡差距等等。观察者如果稍有动态分析的意愿，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与世界上任
何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都有根本区别。我们这个遵循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保留了太多与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点，以至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要将其称作资本主义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犹豫。
“审视当今中国，有人认为，这也许是资本主义，也许不是———我认为这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即使假定它是资本主义，也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是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 乔万里·阿
里吉，2009) 。阿里吉的讨论耐人寻味，这个“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已经被“彻底改变后
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被一些人称作资本主义? 是它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的桎梏更快发展社会生
产力? 还是它没有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给人民带来全面小康? 或者这种发展不是依靠自身力

量，而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盘剥? 显然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

条作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之前的所有理论，它是经典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实践长期探
索的结果，实践对理论有许多修正。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非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
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它有能力冲破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群

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假如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拯救资本主义”，这不过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
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福山近期有言:“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赛”，其结果
将决定欧亚绝大部分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前途。① 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以表明: 历史还没有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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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Public Capital，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ent on the Doctrine That
Capital Is Incompatible with Public Ownership

Ｒong Zhaozi
( Anhui University)

Summary: Chinese state-owned economy reform encourages capital rights in the form of corporations． This choice shapes
the market economy，which has mixed ownership and is dominated by public capital．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is reform is
incomplete and that corporations should seek privatization． They believe that public ownership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rket economy logic． Others have criticized the reform's socialistic direction because the nature of
socialismis contrary to capitalist logic． They consider public capital as“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and believe that
capitalism will eventually return． These views are both derived from the notion that capital is incompatible with public
ownership． By combin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hina's practice，this paper responds to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First，this paper reviews Marx's discourses on the demise of value ( commodity ) production and its productivity
foundation in the“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57—1858”and summarizes them in three ways: free time becomes the
measure of wealth，laborers become the supervisors and controllers of the direct labor process，and labor becomes an
attractive free activity． In Marx's view，value and capital production share the same foundation，which means tha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apitalism will not be completed as long as the market economy exists． Accordingly，we examine the
basic facts of glob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the century following Marx and make two observations． First，Marx's
prediction regarding the trend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ved by history; thus，there is a concrete foundation
for his prediction about future society． Second，the social productivity predicted by Marx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and
the demise of value production and capital relations requir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no
social innovation exists beyond the mode of the market economy or the mode of“beyond capital”．

Second，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tic public ownership，we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public capital，whereby every laborer is both the owner of public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owner of his /her own labor power． This is the dual nature of labor's role: laborers are both a group of public wealth owners
and a group of enterprise workers． This separation determines the reality that the labor power market is still needed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laborers and public means of production． After 100 years of practice，socialism finally chose public
capital，and the market economy was dominated by public capital． This is derived from the reality of modern productivity．

We then discuss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Public capital dominates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The strong accumulation function of
public capital was combin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welfare to create China's 30-year development miracl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 powerful counter to global capitalism．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1． 3 billion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neutralized the trend of global inequality and should encourage every developing country． We exploit the
innovation power of public capital and its immunity to the capitalist crisis to explore a new road of development that is“total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capit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rket economy governed by the Marxist ruling
party with public ownership． It is capable of breaking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ism，developing social productivity，and
maximizing people's long-term benefits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bination of capital and public ownership is a cre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Modern Productivity; Capital; Public Capita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EL Classification: B24，P26，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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